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闳中肆外，为中国史学做“志” 

    闳中肆外，为中国史学做“志” 

    

    尤学工 

    

    瞿林东著《史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是《中华文化通志》“学术典”中的一种。《中华文化通志》以志的体例和旨趣，意欲

勾勒中华文化的整体面貌。其中《史学志》则致力于反映作为中华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史学的面貌、成就与特点。 

    《史学志》全书九章，分两大部分：第一、二章概述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是从纵向上阐明中国史学的简史；第三至第九章是从横向上阐明中

国史学的一些重大问题。其中，三、四、五章是关于史官制度、历史编撰、历史文献和治史方法的论述；六、七、八、九章探讨了中国史学的理论

遗产和优良传统。全书以纵向为背景，以横向为重点，逐步深入，层次清晰，结构严谨。 

    《史学志》以史识见长。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相及其阶段性特征的把握。作者提出，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为下限，中国史学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

发展阶段是先秦、秦汉时期，这是史学从产生到成一家之言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这是古代史学的发展和转折时期。

第三个阶段是五代至清代前期，这是古代史学的繁荣和嬗变时期。第四个阶段是清代后期以至于今，这是史学的近代化趋势和走上科学道路时

期。”（本书第10页）作者把中国史学的发展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恢宏背景之中来认识，体现了史学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作者对每一

阶段史学的基本特征都作了明确的概括，如“成一家之言”反映了史家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代表了中国史学的成熟程度，作者以成“家”作为第

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可说贴切而恰当。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多途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的势头在隋唐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二十四史

的三分之一成书于此时。史学发展到一定高度就必然会提出总结和创新的要求，所以《史通》和《通典》的出现都是合乎史学发展逻辑的结果。作

者所论“转折”既包含了对此前史学的总结，又包含了史学创新的新趋势，承上启下，概括非常准确而容易理解。正是有了前一时期的“发展和转

折”，才有两宋迄明史学的繁荣。明清之际和清代前期，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总结、反思、批判成为社会思潮的时代特征，中国史学也受其影

响，出现了总结和嬗变的趋势。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剧变，史学越来越具有新旧更迭的景象，走向近代的趋势和开辟科学化道路都成了史学的必然

选择。作者的概括提纲挈领，体现出了各阶段史学的本质特点、基本趋向及其内在联系，显示出作者对中国史学的深刻认识。 

    作者的史识不仅体现在对史学的宏观把握上，在具体问题上也多有显示。比如作者注意到，中唐以前，皇朝史是史家关注的重点，通史著述没

有大的发展，而中唐以后通史撰述成为一个重要的史学趋势，不仅出现了杜佑《通典》、马总《通历》、韩潭《统载》等一批通史著作，开拓了历

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体裁丰富多样，有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传记体等。“这不仅是唐代史学上的重要成就，也是整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

具有转变风气之重大意义的成。”（本书第45页）这是作者在对唐代史学和整个中国史学的深入认识的基础上发现的史学新趋势。 

    其次是对中国史学中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发掘、清理和阐释。将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区分为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并分别加以发掘和阐释，显

示出作者系统清理中国史学之理论遗产的意向。在此之前，白寿彝先生在《谈史学遗产》和《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系列文章中就提出要整理中国史

学的理论遗产，本书作者将白先生的设想付诸实践，并加以发展。1984年，他明确提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

国气派” 。1992年，他撰写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 一文，第一次自觉地、有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基本情况，被评论为

“可以看作是一部中国史学理论通史纲要” 。1994年，作者的认识又有了新发展，认识到 “我们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

丰富的史学遗产，总结出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推进史学理论民族化的发展” 。《史学志》是作者发掘和整理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的新努

力。“历史观念”一章中讨论的天人论、古今论、兴亡论、英雄论、时势论、夷夏论等问题，都是中国史学中至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对于这些问题

的讨论可以说贯穿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始终，而且现在仍有进一步讨论的价值。能够提炼出这些问题并加以阐释，这不仅需要具备足够的“史

学”，而且需要具备高明的史识。对于史学理论的发掘与阐释可以认为是本书的一个重点，作者用两章的篇幅阐释了有关的问题。前一章主要探讨

史学本身的理论问题，如书法、采撰、史论、史文等，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古代史学理论基本范畴的探讨。“史才”、“史学”、“史识”、



“史德”、“史法”、“史意”，都是中国古代史家对史学之理论认识的凝结，也是他们分析和阐释史学的逻辑工具。有了这些基本范畴，才有可

能建立比较系统的史学理论体系。作者从浩瀚的史海中提炼出这些基本的理论范畴，迈出了清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体系的第一步。这和作者此前在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版）表露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后一章着重于探讨史学批评及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实质上是探讨史

学的价值与意义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作者在研究问题时，既注重历史的梳理，又注重理论的阐释，使理论见解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这样

得来的理论是从中国史学发展的事实中抽象出的理论，自然具有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这和作者追求的史学理论民族化目标是相吻合的，可见作者

在进行分析时已经有了方法论上的自觉。 

    再次是对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精辟概括。关于中国的史学传统，当代学者多有论说，如陶懋炳从器识、学风、文风三方面论中国古代史家的优

良传统 。施丁将之归结为三：一是把史学看作“名山”事业，二是注重才、学、识和史德修养，三是写出了丰富生动的史籍 。本书作者也曾撰文

归纳了白寿彝先生论及的七项中国史学传统 。在本书中，作者在已有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提炼为“深刻的历史意识和恢宏

的历史视野”、“史家之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的一致性”、“史学之求真与经世的双重使命”、“坚守史学的信史原则与功能信念”（本书378-390

页）。这些概括不仅突出了各个传统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而且具有鲜明的特点。“史家之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的一致性”可以说是发前人所未

发，提出和解决了一个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而“史学之求真与经世的双重使命”也从更深的层次上阐释了“求真”与“经世”的关系，廓清了人

们对这个问题的模糊认识，使人们对于史学的使命和史家的责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些精彩的概括虽然着墨不多，但读后却让人有豁然开朗之

感，给人许多启迪。 

    作者不仅对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也在实践着这些优良传统。读《史学志》，我们不能不为作者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深沉关

切所感染。其实，作者的关切自有所来。早在“史学危机”不绝于耳的1986年，作者就在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上极富远见地提出史学如

何迎接新世纪的问题。1991年他再次提出“中国史学如何在本世纪的最后10年取得更多的创新，更大的成就？” “如何以积极进取的姿态面向21世

纪世界史学发展的前景？” 1996年，作者将他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思考撰成了《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 一文，提出了“造就出

一批能够同世界各国史学家对话的新型的史学家”和“探索造就新型的史学人才模式”的双重任务。这些问题和任务的提出，表现出作者对于中国

史学发展的深沉关切和不断追求的、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史学志》则是这种自觉的史学意识的新发展。作者认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一则取

决于时代提供的条件，一则取决于对以往史学的批判继承。这是一条基本规律。”（本书第8页）可以说，《史学志》就是本着“批判继承”的态度

来认识和分析中国史学，并提出“中国史学发展之民族化的要求”的（本书第9页）。诚如作者所说：“中国以往的史学，正是中国现今史学的起

点”，“史学只有在批判继承中才能创新，才能发展”（本书第8页）。这正是作者赋予《史学志》的任务之一。 

    毫无疑问，作者对中国史学健康发展抱有真诚的期望，这一点对于当前史学的发展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一方面是新的“史学无用论”在

蔓延，成为推动历史学和历史教育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是学风浮躁，唯物史观面临重大挑战，甚至还存在对史学的庸俗化利用现象。这些都影响

着史学的健康发展。面对这种情况，任何有责任感的史学工作者都不能无动于衷，都不能不对史学的健康发展抱有深深的关切。作者在本书中提出

要对中国史学遗产“批判继承”，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努力创造符合时代要求、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史学成果。这种深沉的责任感正是中国

当代学界所亟需的学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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